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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镇化发展，外出务工成为越来越多农民的选择，但这一劳动力迁移行为对他们获取幸

福感是否具有贡献却不得而知。 以往农民工幸福感研究主要关注幸福感的结果及其影响因素，而相

对忽略了迁移行为本身对幸福感的作用。 文章使用清华大学 ２０１２ 年数据，通过倾向值匹配以及固定

效应模型考察了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表明，总体上劳动力迁移会抑制

农民工的幸福感，外出务工虽以经济收入为回报，但却以牺牲幸福感为代价。 其中，亲密关系、居住

环境、人际环境，以及归属感的变化是迁移削弱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文章认为，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固

然重要，但为其营建一个亲善的环境，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才是提升其幸福感的关键要素，这

也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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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与通过毕业分配、工作调动、财富投资、婚配嫁娶等正式渠道迁移至城市的人不同，农民工

是通过外出务工这一非正式渠道实现劳动力迁移，他们在城市中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

单再生产工作，但已经获得相对固定的工作和住所 ［１］ 。 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

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５ 年，全国外出务

工的农民工总量达到 １６８８４ 万人 ［２］ ，而且这一规模仍将持续扩大。 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

会阶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发展与农村建设均作出巨大贡献，并对社会变迁产生深

远影响。 与此同时，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自身的命运也产生深刻影响，并最终影响其福祉和幸

福感。
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内心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整体性评价 ［３］ ，是个体现实生活状

况的直观反映。 对于农民工而言，幸福感是检验他们在城市中生活是否安稳舒适的重要指标，
也能够反映出其市民化水平 ［４］ 。 农民工是否幸福关系到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城乡关系的

平衡，是良性、有序地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前提。 因此，政府开始将农民工的幸福感纳入提高城镇

化质量、推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框架中 ［５］ 。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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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多数研究认为，即使面临较差的生活环境和保障水平，农民工幸福

感的总体状况仍然良好。 农民工的幸福感是多元需求满足情况的综合反映，因此不同维度的因

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６－７］ 。
虽然以往研究从不同层面论证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却并未关注迁移行

为本身，忽略了农民工在迁移前后的变化。 换言之，以往多数研究仅将农民工作为静态的对象

进行分析，却没有看到在迁移前后这一群体的身份变化，及其生活本质特征的改变。 农民工外

出务工的直接目标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而幸福则是一系列行动背后更为抽象的追求。 随着

城镇化发展，离乡外出务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这一外出务工迁移行为对他们获取幸福

感是否具有贡献却不得而知。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将农民工与过去的他们进行对照，才能

得出迁移对幸福感的真实效应。 但囿于截面数据，我们无法捕捉过去的状态，因此本文尝试用

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寻找相似的个体以弥补时间数据上的不足。 本文将对三个依次递进的问题

进行探讨：（１）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的幸福感产生何种影响？ （ ２）劳动力迁移影响农民工幸福

感的机制是什么？ （３）劳动力迁移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在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中产

生分化？ （４）本着提升农民工福祉的愿望，我们应该提出何种政策主张？

二、文献回溯与研究假设

（一）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Ｄｉｅｎｅｒ 指出，幸福感是个体对实际生活状态和理想生活状态进行比较而产生的肯定态度和

积极感受，具有主观性、积极性和综合性特征 ［８］ 。 幸福虽是主观感受，却依然受外在客观条件的

影响 ［９］ 。 因此，一些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都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水平。
在个体层面上，人格特质、年龄、婚姻关系、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或宗教信仰等都是影

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感到更幸福，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

感到更幸福 ［１０］ 。 年龄则与幸福感呈“ Ｕ”型关系，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比中年人感觉更幸福 ［１１］ 。
良好的身心健康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１２－１３］ ，反之疾病缠身、抑郁焦虑型人格的人则更难以获

得幸福感 ［１４－１５］ 。 同时，家庭背景、就业状况、阶层归属也会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９，１６－１８］ 。 经

济收入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许多研究表明，收入对幸福感有明显的正向贡献 ［１０，１９－２０］ 。 但

个体论者却认为，当个体被置于特定社会结构和环境中时，相对作用就变得不可忽视。 基于这

一观点，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贡献便受到了挑战。 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就提出人均收入的

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提升，金钱并不能买到幸福 ［２１］ 。 此后，该观点又进一步衍生出“收

入相对论” ，强调了幸福感中的主观作用，认为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相对收入来实现

的，而不是绝对收入 ［２２－２３］ 。 而另一些研究还认为，对收入分配机制的认知同样会影响经济对幸

福感的影响作用，当人们对分配的公正性存疑时，便会产生剥夺感，从而显著削弱其幸

福感 ［２４－２５］ 。
与个体层面不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更强调个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所处的环境对幸福感的

作用。 如社会支持与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支持既来源于微观的人际交往，也来源于宏

观的福利保障，获得社会支持越多的人越容易感到幸福 ［２６－２７］ 。 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样会影

响幸福感。 城市规模、房价、赋税、通货膨胀、政府支出以及整体经济环境都对国民幸福感的变

化具有重要影响。 总体上，房价飙升、失业、通货膨胀等消极的经济环境会带来不愉快的生活体

验，进而削弱幸福感 ［２８－３１］ 。 而增加政府支出则可以通过改善环境、增加社会福利来提升幸

福感 ［３２］ 。
（二）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工的幸福感

幸福感是主观的、综合的，且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往往复杂多元 ［１３］ 。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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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幸福感形成既受一般模式的影响，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总体而

言，农民工幸福感会因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呈现个体差异，不仅如此，经济维度、
职业维度和人际交往维度中的不同因素也形塑着农民工的幸福感 ［６－７，３３］ 。 就客观指标而言，农
民工通常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居住条件差，且在城市中往往处于福利缺失状态，这都会对

他们的幸福感产生负效应 ［３４－３６］ 。 但外出务工可以带来直接的收入增长和多元的生活方式，这
无疑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３７］ 。 在主观指标上，对城市生活的偏好、融入感知、身份认同、居
留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等对农民工幸福感都有重要影响 ［３８－４０］ 。 此外，基于相对参照论视角，农民

工对社会参照的主观感受也会影响其幸福感，这种社会参照系既包含与老家人的比较，也包含

了与城市本地人的比较 ［３８］ 。
综上所述，经由劳动力迁移，农民工一方面获得了许多提升幸福感的正面因素，另一方面也

面临着诸多削弱幸福感的负面因素，这使迁移对幸福感的实际影响变得复杂。 在迁移至城市之

后，农民工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绝对收入的提高，而且可以丰富生活内容，拓展

人际交往范围 ［４１－４４］ 。 同时城市具有更现代的文化环境，能满足个体的多样化偏好。 这些都有

助于幸福感的提升。 但城市内部依然存在严重的二元隔离。 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民工主要从事

经济回报和职业声望较低的职业，工作环境较差，也难以提升阶层地位 ［４５］ 。 他们的居住环境也

相对简陋，而且长期被排斥于城市福利保障体系之外 ［４６］ 。 除此之外，农民工还不得不面对城市

中生活成本较高、工作压力大，以及婚姻挤压等问题 ［４７－４９］ 。 这些因素都会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和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如图 １ 所示，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也处于促进和制约的

张力之中，我们提出如下两个相互竞争的研究假设：
迁移贡献论假设：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迁移行为会对幸福感产生正面作用；
迁移代价论假设：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迁移行为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作用。
接下来，在检验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据进一步分析这一过程中不同因素的影

响机制。

图 １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当前中国的农民工总量约占总人口的 １６．５％，但其分布却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区域及北京、上海等几个典型城市中。 与之相对应的，农民工流出地则集中于湖南、湖北、贵州、
四川、重庆、安徽等中西部省份①。 基于这一现实状况，如果按照一般抽样方法采集数据，那么农

民工样本的数量和质量可能会不够理想。 因此本研究使用清华大学 ２０１２ 年“城镇化与劳动力

移民”调查数据，该数据针对以上问题采取重复抽选和双样本设计（主样本和流动人口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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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完成抽样工作。 即以一定的分层设计为基础，先针对全国人口总体抽选一套总体的代表

性样本，以此作为主样本；然后针对流动人口总体，根据与主抽样框相同的自代表层划分按比例

抽选流动人口样本。 由于流动人口属于全国人口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对流动人口的抽样属于有

回放的重复抽选。 主样本和流动人口样本可以根据抽样概率加权后合并为一个总样本。 样本

户的抽取则采用地图地址列举法进行实地抽样，覆盖了除青海、西藏和海南以外的 ２８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 。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仅涉及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因此在数据中剔除城市样本数

据，保留农村样本数据，最终进行分析的样本有 ９２２８ 个。
（二）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通过自陈量表获得的主观幸福感，即直接询问被访“总体而言，您觉得自

己的生活幸福吗？”这一自陈法获得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 ［５０］ ，被广泛用于

国内外不同的大型调查中。 该问题的选项通常被设计为 ５ 分量表，但这种设计存在两个问题：
（１）人们在 ５ 分量表中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中间项从而降低选择难度，这会造成大部分数据掩盖

了被访的真实情况；（２）将幸福感作为连续变量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主观强制设定幸福

感相邻类别差距为 １ 可能并不合适 ［５１］ 。 因此，本研究所使用数据设计的答案为四类：“一点都

不幸福、比较不幸福、比较幸福和很幸福” ，我们将其合并处理为二分变量后作为因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是否外出务工” ，由此构建农村居民与农民工的二分变量。 由于本

文不探讨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差异，因此样本不包含城市居民。
客观指标自变量包括：家庭人均年收入、个体健康状况、亲密关系和居住条件。 其中亲密关

系是询问被访是否和家人（配偶、子女和父母）同住，为二分变量；以及询问被访与亲戚朋友见

面聊天或活动的频率，为定距变量，数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密切。 居住条件包括居住的物理环境

和人际环境，皆为定距变量。 居住的物理环境询问被访者当前居住环境是否安全、整洁、方便以

及亲切，数值越高表示居住环境越好；人际环境询问被访者住所附近的人是否友善、信赖、熟悉

相互照顾，数值越高表示人际环境越好。
主观指标自变量包括：被访的心理剥夺指数和对当前居住社区的归属感。 心理剥夺指数包

括公正感剥夺指数和平等感剥夺指数。 公正感剥夺指数的构建是通过询问被访对“有人挣钱多

有人挣钱少”的看法，平等感剥夺指数的构建则是通过询问被访对“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

人的后代有同样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的看法，两个变量同为取值 １ 到 ５ 的定距变量，数
值越高表示剥夺指数越高。 社区归属感是询问个体是否认同自己是属于目前居住社区的正式

成员，该变量为取值 １ 到 ５ 的定距变量，数值越高表示社区归属感越强烈。
此外，本研究还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党员身份作为基本的控制变量。 变

量基本情况参见表 １。
表 １　 样本基本描述统计

变量 农村居民 农民工 总样本

二分变量（％）

　 幸福（不幸福 ＝ ０） ８０．７９ ７６．６７ ７９．９２∗∗∗

　 男性（女性 ＝ ０） ４７．７３ ５１．７５ ４８．５８

　 已婚（未婚 ＝ ０） ８４．６２ ７２．９１ ８２．１６∗∗∗

　 党员（非党员 ＝ ０） ４．６６ ３．１５ ４．３４∗∗∗

　 与配偶同住（分居 ＝ ０） ７３．３６ ６４．０５ ７１．４０∗∗∗

　 与父母同住（分居 ＝ ０） １７．０８ ７．６９ １５．１０∗∗∗

　 与子女同住（分居 ＝ ０） ５５．０２ ４９．３４ ５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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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农村居民 农民工 总样本

连续变量

　 年龄 ４６．８６（ １３．０５） ３５．６４（ １１．８４） ４４．５０（ １３．５９） ∗∗∗

　 受教育年 ６．０６（ ３．９０） ８．２６（ ３．８５） ６．５２（ ４．００） ∗∗∗

　 家庭人均年收入（万） ０．５６（ １．０１） １．０８（ １．７７） ０．６７（ １．２３） ∗∗∗

　 公正感剥夺指数 ３．２８（ １．１８） ３．２１（ １．１７） ３．２６（ １．１７） ∗∗∗

　 平等感剥夺指数 ２．４６（ １．１６） ２．５０（ １．２１） ２．４７（ １．１７）

　 自评健康 ２．６５（ １．００） ３．０２（ ０．８２） ２．７２（ ０．９４） ∗∗∗

　 与亲朋联系密切 ３．５８（ １．５６） ２．９４（ １．５０） ３．４５（ １．５７） ∗∗∗

　 归属感 ４．５０（ ０．６９） ３．０５（ １．１４） ４．２０（ １．００） ∗∗∗

　 居住环境 ２１．６５（ ４．１１） １９．６８（ ４．３３） ２１．２３（ ４．２３） ∗∗∗

　 人际环境 ２３．６４（ ３．９０） １８．９５（ ５．０４） ２２．６６（ ４．５８） ∗∗∗

Ｎ ６０１６ ３２１２ ９２２８

　 　 注：二分变量报告百分比，定距变量报告均值，括号中为标准差；星号为两组样本的显著性比较；数据结果经加权处理；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三）分析策略

由于人口规模、城市房价、整体经济状况等宏观环境也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不同

省份居民在幸福感上也可能存在地域文化差异。 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

省份层次的影响效应，使得模型结果不随省份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我们首先考察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幸福感上的差异，进而继续探索二者间差异形成的机

制，分别检验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心理剥夺、亲密关系、居住条件和归属感对二者幸福感差异的

作用。 然而，简单的分组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会混淆迁移的最终效应。 有许多研究者认为那

些外出务工人员与未外出人员之间所呈现出的差异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特质，而非迁移所带来

的改变，也即存在“选择效应” 。 因此简单的分组比较无法得出劳动力迁移影响幸福感的净效

应。 鉴于此，我们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会对分析样本进行倾向值匹配，目的在于比较具有同样

可能性外出务工的样本中干预组（即农民工样本）和控制组（即农村居民样本）之间的差异，从
而甄别内生性因果效应，得出净效应。

四、分析结果

农村居民与农民工的基本描述表 １ 报告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农村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农民工，大部分的人都感觉到幸福，表明总体上二者

的幸福感均处于良好水平。 但相较之下，农民工群体中感到幸福的比例更低。 相比于农村居

民，农民工在年龄、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和健康状况方面都更具优势，却更容易与家人分离，更少

地与亲朋互动联系。 而且农民工在居住环境和人际环境上都处于劣势，归属感更弱。 简单描述

有助于了解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基本状况，但尚无法确定本研究所关心变量的真正效应，下面

将通过具体模型进一步考察。
（一）劳动力迁移对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首先对农村居民与农民工进行倾向值匹配，根据一系列影响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因素

或特征变量建立 Ｌｏｇｉｔ 模型，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家庭收

入变量，然后根据该模型结果对每一个样本估计一个外出务工的倾向值，并在该倾向值的基础

上进行贪婪匹配（Ｇｒｅｅｄ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 倾向值是一组连续数值，数值越高，表示一个人越可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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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务工。 图 ２ 显示了控制组和干预组倾向值估计的结果，可以进行匹配的样本主要集中在图中

虚线框内部分。 图 ３ 是匹配前后两组样本的倾向值分布，可以看到匹配效果较好。 经过匹配之

后，最终进入后续分析的可用样本总数为 ４６２７ 个。 接下来我们使用匹配后样本进行分析，探讨

农民工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图 ２　 倾向值估计的箱线图

图 ３　 匹配前后的倾向值分布

表 ２ 报告了控制省份层次效应之后，不同变量影响幸福感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结果。 其中，模型

１ 在控制一些基础变量之后观察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幸福感上的总体差异。 可以看到，与以往

的研究结论类似，一些个体因素对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女性比男性更觉得幸福，年龄和幸福感

呈现“Ｕ”型关系，党员比非党员更幸福，教育年限和已婚也都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而

农民工觉得幸福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农村居民，也就是说，在排除了内生性因果效应之后，劳动力

迁移在总体上仍然以牺牲幸福感为代价。 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迁移代价论。
表 ２　 影响幸福感的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农民工 －０．５３１∗∗∗ －０．５３５∗∗∗ －０．５４９∗∗∗ －０．５４３∗∗∗ －０．４４６∗∗∗ －０．２９２∗ －０．０２３ ０．２５３

（ ０．１１８） （ ０．１１９） （ ０．１２１） （ ０．１２４） （ ０．１３２） （ ０．１３６） （ ０．１４１） （ ０．１６１）

男性 －０．２０６ ＋ －０．２４３∗ －０．３８１∗∗ －０．３９４∗∗∗ －０．４２２∗∗∗ －０．３９９∗∗∗ －０．３９５∗∗∗ －０．３８１∗∗

（ ０．１１１） （ ０．１１２） （ ０．１１６） （ ０．１１７） （ ０．１１８） （ ０．１１８） （ ０．１１９） （ ０．１１９）

年龄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７０∗∗∗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６∗∗∗

（ ０．０３５） （ ０．０３５） （ ０．０３５） （ ０．０３５） （ ０．０３５） （ ０．０３４） （ ０．０３４） （ ０．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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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年龄平方 ０．１６０∗∗∗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９∗∗∗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４∗∗∗

（ ０．０４１） （ ０．０４２） （ ０．０４１） （ ０．０４１） （ ０．０４１） （ ０．０４１） （ ０．０４０） （ ０．０４１）

党员 ０．８４７∗ ０．８２９∗ ０．７０７∗ ０．６２７＋ ０．６８０＋ ０．７６２∗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０＋

（０．３８０） （ ０．３７６） （ ０．３５８） （ ０．３４７） （ ０．３４７） （ ０．３５８） （ ０．３７４） （ ０．３６７）

教育年限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１∗∗∗

（ ０．０１７） （ ０．０１８） （ ０．０１８） （ ０．０１８） （ ０．０１８） （ ０．０１８） （ ０．０１８） （ ０．０１８）

已婚 １．７５７∗∗∗ １．７０６∗∗∗ １．７２６∗∗∗ １．７４５∗∗∗ １．４４３∗∗∗ １．４５２∗∗∗ １．４４９∗∗∗ １．４８１∗∗∗

（ ０．１５４） （ ０．１５４） （ ０．１５７） （ ０．１５７） （ ０．１９４） （ ０．１９５） （ ０．１９３） （ ０．１９５）

家庭人均年 ０．３０４∗∗∗ ０．２９１∗∗∗ ０．２９６∗∗∗ ０．３０１∗∗∗ ０．２８４∗∗∗ ０．２８９∗∗∗ ０．２８５∗∗∗

收入对数 （ ０．０６１） （ ０．０６４） （ ０．０６４） （ ０．０６４） （ ０．０６７） （ ０．０６６） （ ０．０６７）

自评健康 ０．５２３∗∗∗ ０．５１０∗∗∗ ０．５０９∗∗∗ ０．４６９∗∗∗ ０．４６１∗∗∗ ０．４４６∗∗∗

（０．０６６） （ ０．０６６） （ ０．０６７） （ ０．０６７） （ ０．０６８） （ ０．０６８）

公正感剥夺指数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８） （ ０．０４９） （ ０．０４９） （ ０．０５０） （ ０．０５０）

平等感剥夺指数 －０．２５７∗∗∗ －０．２４９∗∗∗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１∗∗∗ －０．２１３∗∗∗

（ ０．０４９） （ ０．０４９） （ ０．０４９） （ ０．０４９） （ ０．０４８）

与配偶同住 ０．４００∗ ０．４１５∗∗ ０．４２３∗∗ ０．３７８∗

（ ０．１５７） （ ０．１６１） （ ０．１５８） （ ０．１５８）

与父母同住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１ ０．２１０ ０．１７７

（ ０．１５１） （ ０．１５２） （ ０．１５５） （ ０．１５５）

与子女同住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 ０．１１９） （ ０．１１９） （ ０．１２０） （ ０．１２０）

与亲朋联系频率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４

（ ０．０３８） （ ０．０３９） （ ０．０３９） （ ０．０３９）

居住环境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 ０．０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１７）

人际环境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５） （ ０．０１６）

归属感 ０．２３９∗∗∗

（ ０．０６１）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３．３３９∗∗∗ １．０６２ －０．５０１ －１．０４６ －１．５５１ －２．５８３∗ －３．３３７∗∗ －３．６７６∗∗∗

（ ０．７２０） （ ０．８４９） （ ０．９１９） （ ０．９７０） （ ０．９７０） （ １．００８） （ １．０１４） （ １．０１８）

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６３９．５０９ －１６２０．１９８ －１５７３．６８８ －１５４７．３９９ －１５３５．９４６ －１５０６．６９８ －１４８３．４８３ －１４７３．２９０

Ｎ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注：表格中为加权结果，括号中是标准误； ＋ ｐ＜０．１０，∗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０１

（二）劳动力迁移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模型 ２ 到模型 ８ 以模型 １ 为基准继续纳入经济水平、健康状况、心理剥夺、亲密关系、 居住

环境、人际环境和归属感变量，以考察这些维度对幸福感的影响。 总体而言，在引入这些变量

后，模型的解释力和核心变量的系数都发生了变化。 在模型 ２ 到模型 ６ 中，农民工觉得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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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均显著低于农村居民，但在模型 ７ 与模型 ８ 中，二者间的差异消失了，说明在控制了人际

环境和归属感之后，农民工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已并无二致，这表示这两个因素对幸福感影响

的机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由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存在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残差变异） ，所以模型间

的系数不能沿袭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比较方法 ［５１］ 。 为了细致区分不同变量对于核心差异（农

民工与农村居民）的解释力，我们对所有模型结果进行 ＫＨＢ 分解处理①，使农民工系数在模型间

可以进行更为直观的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结论。
表 ３ 报告了 ＫＨＢ 分解处理的具体结果。 如其所示，在纳入不同关心变量后，农民工变量的

系数发生相应变化。 结合表 ２ 来看，经济水平、健康状况对获得幸福感具有可观的正向贡献，说
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的人越容易感到幸福，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类似。 而心理

剥夺则不利于个体获得幸福感，表现为在分配公正、机会平等方面的心理剥夺程度越高的人越

不容易感到幸福。 这些因素均与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会受到迁移的影响，因此在经验

上往往被认为是迁移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因素。 但实证结果却表明，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幸福感

上的差异与这三个维度的因素并无关系，在模型 １—模型 ４ 之间的比较结果上，系数的变化不显

著。 与此不同的是，亲密关系、居住环境、人际环境和归属感上的变化则是劳动力迁移影响幸福

感的重要路径。
在亲密关系方面，个体与亲戚、朋友联系的紧密程度与其幸福感获得呈正相关，与配偶同住

也有益于获得幸福感，但与父母和子女同住对幸福感贡献不明显。 在表 ３ 中，纳入亲密关系维

度变量后，农民工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减少了 ０．１０５，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该维度变量部分

地解释了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幸福感上的差异。 当发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迁移行为后，空间的

隔离会明显减少人们与亲戚朋友互动的频率，同时会增加夫妻分离的可能性。 这些亲密关系的

缺失不利于个体获得幸福感，因此迁移导致亲密关系的紧密程度降低，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削弱

了农民工的幸福感。
在居住条件方面，物理空间环境和人际交往环境对幸福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居

住的空间环境而言，安全、整洁、方便和亲切的社区环境有利于其居民获得幸福感。 当模型中纳

入居住条件维度变量时，农民工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显著减少了 ０．１４２，这说明居住环境的好坏可

以部分解释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幸福感上的差异。 人们在友善、信赖、熟悉和相互照顾的人际

环境中更容易获得幸福感。 这样的人际环境一来可以提供现实的资源互助，二来能够提供重要

的精神支柱，有助于个体建立积极的态度和情绪，是社会支持的有力保障。 在模型中纳入人际

环境变量时，农民工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显著减少了 ０．２２４，同时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幸福感上的

差异消失。 外出务工时，农民工通常无法获得良好的居住条件。 出于经济考虑，他们通常选择

居住于工作单位提供的简易宿舍或者较为廉价的出租屋，这些社区往往较少具备整洁的环境和

良好的硬件设施，也更容易发生治安问题，从而不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相对而言，农村是熟

人社会，而城市则是一个更为多元化的陌生人社会。 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就会面临人际

环境的突变。 加之城市中存在二元隔离，本地人与外地人间难免构成资源竞争，相互间关系也

会相对紧张，更有甚者外地人也会遭到歧视和排斥。 因此迁移会通过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的恶

化降低了居住条件，这也正是劳动力迁移削弱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最后，研究发现社区归属感与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归属感越强的人越容易感到幸

福。 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对居住社区的归属感普遍较弱，从而通过这一路径损失

了幸福感。 因此，当模型中纳入归属感变量时，系数方向已从负值调整为正值。 这说明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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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进行同一样本、不同模型之间的系数比较时，ＫＨＢ 方法的估计结果比“ ｙ∗标准化”和线性概率模型（ ＬＰＭ）方法更

接近真实的系数差异（ Ｋａｒ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



了归属感因素之后，农民工反而较农村居民更具有获得幸福感的优势，虽然这一优势在统计上

并不显著。 表 ３ 中的数据结果也说明，模型 ８ 与模型 ７ 间的系数比较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归属

感对于迁移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表 ３　 ＫＨＢ 分解处理的系数比较结果

模型 关心变量 简化模型 全模型 差异

模型 ２ ｖｓ． 模型 １ 经济水平 －０．５５２∗∗∗ －０．５３５∗∗∗ －０．０１７

模型 ３ ｖｓ． 模型 ２ 健康状况 －０．５６５∗∗∗ －０．５４９∗∗∗ －０．０１５

模型 ４ ｖｓ． 模型 ３ 心理剥夺 －０．５４５∗∗∗ －０．５４３∗∗∗ －０．００２

模型 ５ ｖｓ． 模型 ４ 亲密关系 －０．５５１∗∗∗ －０．４４６∗∗∗ －０．１０５∗∗

模型 ６ ｖｓ． 模型 ５ 居住环境 －０．４３４∗∗∗ －０．２９２∗ －０．１４２∗∗∗

模型 ７ ｖｓ． 模型 ６ 人际环境 －０．２６７∗ －０．０２３ －０．２４４∗∗∗

模型 ８ ｖｓ． 模型 ７ 归属感 ０．０１４ ０．２５３ ０．２３８∗∗∗

　 　 　 注： ＋ ｐ＜０．１０，∗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差异值 ＝ ｜ 全模型系数 ｜ － ｜ 简化模型系数 ｜ 。

（三）迁移效应的世代比较

表 ４ 中的模型 ９ 到模型 １６ 是在模型 １ 到模型 ８ 基础上继续添加迁移与世代的交互效应，以
考察迁移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是否在不同世代群体中发生分化。 该表同样是以模型 ９ 为基准

的嵌套模型①。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迁移同样削弱了两个世代群体的幸福感，但迁移与世

代的交互项在统计结果上并不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感觉

到幸福，但迁移发挥的影响效应在两个群体中并没有表现出差异。 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拥

有诸多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质，但迁移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在两个世代群间并不存在区

别。 两个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所面临的与亲密家人分离、归属感弱化等困境，并没

有因为世代的不同而显现出差异。
表 ４　 迁移与世代的交互模型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农民工（农村居民＝ ０） －０．５２０∗∗∗ －０．５３９∗∗∗ －０．５４５∗∗∗ －０．５３３∗∗∗ －０．４４２∗∗ －０．２９７∗ －０．０２５ ０．２４７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１）

８０ 后（出生于 １９８０ 年 ０．７１１∗∗∗ ０．６３２∗∗∗ ０．４６７∗ ０．４８５∗∗ ０．４７２∗ ０．５２４∗∗ ０．５６６∗∗ ０．６０４∗∗

前世代＝ 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０）

迁移∗世代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２３４）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０） （０．２４７）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４）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０．０６７ －２．２１５∗∗∗ －３．２０８∗∗∗ －２．２４９∗∗∗ －２．５８６∗∗∗ －４．０７９∗∗∗ －５．０３１∗∗∗ －５．６１１∗∗∗

（０．３３９） （０．５７６） （０．６３２） （０．６５７） （０．６５０） （０．７０５） （０．７３５） （０．７４２）

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 －１６４３．１８１ －１６２６．２７０ －１５８３．７３３ －１５５８．２５６ －１５４５．７７０ －１５１６．２２７ －１４９３．８６２ －１４８３．１３４

Ｎ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４６２７

　 　 注：表格中为加权结果，括号中是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五、总结与讨论

自上个世纪的农村土地改革开始，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迁移就从未停止过。 在城镇化

进程越来越深入的今天，农民工群体已经发展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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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篇幅限制，其他变量的结果在文中省略。 对此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与发展的状况关系到后续的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变迁。 幸福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也是农民工努

力生活背后的终极追求。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外出务工，那么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的幸福感

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 幸福感是多维需求的综合反映，迁移对个体也存在多元复合影响。 因此

迁移与幸福感的关系处于不同作用的共同影响和张力之中。 基于以往幸福感研究，本文使用倾

向值匹配的方法，在控制内生性效应的基础上，考察了劳动力迁移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 研究

发现，总体上劳动力迁移会对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并没有在不同世代群

体中显现出差别。 外出务工虽带来了经济收入回报，但却是以牺牲幸福感为代价。 其中，亲密

关系、居住环境、人际环境，以及归属感是劳动力迁移之所以削弱幸福感的关键原因，而劳动力

迁移带来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和心理剥夺的变化并未导致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幸福感上的显著

差异。
以往许多研究都肯定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经济状况确

实能够通过外出务工有所改善，却并没有在本质上提升其迁移后的幸福感。 这可能源于迁移前

后参照群体的改变。 在城市中，农民工的参照系既包含未外出的老家人，也包含周围的本地人，
这一复杂的参照体系使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

与经济收入的作用不同，居住现状的改变构成了劳动力迁移削弱幸福感的真正原因。 相比

于没有外出务工的人，农民工在亲密关系、居住环境、人际环境和归属感上均处于劣势。 迁移带

来的空间转换使农民工离开传统的熟人社区，进入现代的陌生人社区。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更

可能与家人分离，与亲朋的互动频率下降，同时也难以拥有良好的居住条件，导致其居住的物理

空间和人际环境都不够理想。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工对居住社区的归属感更弱。 这些因

素都是个体获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迁移也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抑制了幸福感的提升。
如果追求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那么在农民工身上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劳动力迁

移并不会在总体上促进幸福感，反而会起到抑制的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人依然选择外出务工，并
且这一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劳动力迁移带来的改变中，经济收入的提高

是直接有效的，而陌生环境中的生活困境则是暂时的。 这种生活困境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得到解

决和改善，一是返乡，重回家人和亲朋身边，重新获得熟悉且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人际环境。 二是

适应，时间既可以缓解困境带来的心理不适，也能够积累改变困境的资本。 因此对于农民工而

言，他们也许愿意通过暂时的牺牲换取有效而实际的利益。 基于这一逻辑，我们便不难理解农

民工身上的“幸福悖论” 。
由于幸福感的主观性、综合性与复杂性，并且农民工的劳动力迁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因此本研究无法尽览劳动力迁移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许多因素尚未被捕捉和测量到，这
也使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 但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亲密关系和居住状况对于农

民工的重要作用，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比“物与人”的关系对幸福感获得更为重要。 外出务工

大潮经历时间虽短，却也有数十年，可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却一直处于边缘地

位，难以成为城市真正的居民。 他们与本地人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城市的关系也一直被不

断讨论。 政府对待农民工问题的态度一贯沿着控制与管理的思路，但在城镇化推行至今的新阶

段，旧的方式已难以适应新的需求。 农民工问题的“旧酒”被装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瓶”
之中，促进农民工的幸福感成为政府亟需面对的重要议题。 本研究认为，对于农民工而言，增加

其收入固然重要，但营建一个亲善的环境、减少歧视、改善其居住现状，在本质上增进农民工对

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才是提升其幸福感的关键要素。 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之要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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